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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瓶甘露年年盛，斜插垂杨岁岁青。”[1]《西游

记》中白衣飘飘、手持杨柳枝、遍洒甘露的观音形象深入

人心，是当下中国人对观世音菩萨最普遍的集体想象。而

杨柳枝的意匠源头为何？杨柳枝和净瓶的组合模式的图像

志特征有何变化？最早的杨柳枝观音出现于何时？早期铜

像形制的杨柳枝观音风格与制作工艺有怎样的演化历程？

本文试图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和阐释。

1　杨柳枝与净瓶

“杨柳观音”一词最早见于《千光眼观自在菩萨秘

密法经》，指代以持杨柳枝为特征的观音[2]。杨柳枝的功

用可见隋天台智者大师《请观音经疏》：“杨枝拂动以表

慧，净水澄渟以表定。杨枝，又二义：一拂除，即对上消

义；二拂打，即对上伏义。”[3]此处杨枝的“拂除”“拂

打”功用疑与后世持拂尘观音的出现有关。

杨柳枝观音以手持杨柳枝和净瓶为典型标志。其中，

净瓶是佛教重要的法器之一，与观音关系密切。在中国本

土纪年造像中最早可见净瓶的或为博兴博物馆收藏的北魏

太和二年（478）落陵委造莲花手观音铜像。其后，又出现

有两手分持杨柳枝与净瓶的观音造型。千手观音的重要法

器之一也是净瓶，唐宋后的水月观音、白衣观音等都伴随

有净瓶出现。较之于净瓶，杨柳枝的搭配模式相对单一，

多与净瓶组合出现。至于杨柳枝的源头，学界一般观点认

为应与流行于印度次大陆地区的“齿木”（在汉译佛经中

被译成“杨枝”，故杨柳枝观音又称杨枝观音）有关。

“齿木”经咀嚼有清除牙垢之效，被神话为佛教法器，如

《华严经·净行品》中“手执杨枝，当愿众生，皆得妙

法，究竟清静”[4]。此说法正确与否仍需考证，但杨柳枝

观音在中土流传地的盛行无疑与中国古典文化本身对杨柳

这一意象的喜恋有关，如《诗经·采薇》中的名句：“昔

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此一来，

杨柳枝从印度“嫁接”至中土文化土壤后，迅速形成了

“柳成荫”的盛况。至少在元代，柳树已被佛化为“观音

柳”，如谢应芳《观音柳》即云：“肉髻珠缨自在身，何

缘化作柳中人。”[5]

在观音造像中，杨柳枝常伴随净瓶成对出现。从图

像志角度而言，杨柳枝与净瓶的搭配呈现如下几种组合

模式：双手分执杨柳枝和净瓶，多见于东魏至唐末观音

立像，而此图式造像至唐末后鲜见。宋元以后，可见双手

或单手执插柳枝净瓶造型，或是插柳枝净瓶作为观音题材

作品背景。另也有杨柳枝单独出现或与其他法器搭配的情

况，甚至在宋代文人影响下杨柳枝变为竹枝的情况，在此

不一一细述。

2　早期杨柳枝观音铜像的风格演变

本文重点考察的是以铜像形制为代表，中国北朝至唐

代最早一批杨柳枝观音立像的风格演变。纵观此间三四百

年间的杨柳枝观音铜像，除手持物和站姿外，可发现其整

体上具有较强的共性，如形制较小，体量多在10～30厘

米之间，由此可判断此类铜像用途依然为家庭祭奉及随身

携带；多为光背、像身、底座组合的形式，且较之更早期

的铜像，此三部分的结合已多改一体浇铸为分体合铸的形

式等。而细看此时段的杨柳枝观音铜像，亦可发现其自诞

生、成型，至高潮、衰退，在特定的发展阶段，同样呈现

出不同的时代特征。

2.1　初现：北朝

目前研究记录最早的杨柳枝观音像是东魏兴和元年

（539）的铜鎏金观音像[6]。事实上，由于此件铜像收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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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可追溯的信息极为有限，且造像本身风格与工艺仍存

在诸多可疑处，笔者更倾向于认为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北齐

天统二年（566）铜鎏金马崇晖造观音像为现今可查证最

早的纪年杨柳枝观音造像（图1）。该铜像为舟形火焰纹背

光，背光中阴刻有双层项光和身光。观音头戴三叶冠，系

宝缯，左手下垂提瓶，右手上举一直立叶状物，跣足立于

圆形素台上，下为四组方座。座上刻有发愿文。背光与像

身目测为一体浇铸。该铜像无论是整体风格还是雕刻制作

手法，都依然沿用自北魏兴起的莲花手观音铜像模式，拉

长的舟形背光也与北齐前后施无畏印和与愿印的观音铜像

一脉相承。另可见，以杨柳枝观音为代表的观音造像至此

都未摆脱“悉达多太子说”等印度宗教渊源的影响，依然

以偏男性或至少是中性形象示人。类似造像可见芝加哥艺

术学院收藏的铜鎏金杨柳枝观音像（图2）。

由于在印度本源地尚未找到同类可供参照的图像典

范，或可大胆推测，杨柳枝观音形象的诞生也许是其时工

匠在获得“杨枝净水”概念后，在现有观音像基础上拼接

改造而成。遗憾的是，此类型观音造像存世数量极少（可

能隋代之前未广泛流行），纪年为该时期的几件铜像又被

陆续判定为后代仿造，如首都博物馆收藏的北周保定元年

（561）铜鎏金杨柳枝观音像[7]、东京艺术大学美术馆收藏

的陈太建元年（569）铜鎏金杨柳枝观音像[8]，无法为初期

的杨柳枝观音像提供更多源流方面的辅证。

2.2　过渡：隋—初唐

进入隋朝，两代帝王一改周武帝灭佛政策，尊崇佛

教，不仅在政治上一统南北两朝，佛教也开始综合南北体

系，为进入唐代大成时期奠定了基础。隋至初唐，随着佛

教进一步本土化，佛像也更多地融入了中华审美意趣。大

英博物馆收藏的开皇十五年（595）铜鎏金敬远造杨柳枝观

音像、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隋仁寿元年（601）吕□斌造杨柳

枝观音铜像与唐武德六年（623）铜鎏金弥姐训造杨柳枝观

音像（图3～图5）等具代表性且较为完整的纪年铜像，可

大致勾勒出杨柳枝观音铜像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

几尊观音铜像头光上普遍刻有项光和火焰饰纹，项光

内有莲瓣状光饰，此后的杨柳枝观音像项光也多采用此图

式。像身不再笔直站立，而显露出略微扭动状。除图3外，

观音左手握净瓶，右手翻举持杨柳枝，枝条自然下垂，上图1　铜鎏金马崇晖造观音像
高14.5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图2　铜鎏金观音像
高16.5厘米　芝加哥艺术学院藏

图3　铜鎏金敬远造杨柳枝观音像
大英博物馆藏　高29厘米

图4　吕□斌造杨柳枝观音铜像
故宫博物院藏　高15厘米

图5　铜鎏金弥姐训造杨柳枝观音像
故宫博物院藏　高17.5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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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有柳叶纹路——这即已形成了后代杨柳枝观音的范式。

一般而言，佛教造像遵循一定的量度规范，如图3所示的左

右手手持物相反的情况在杨柳枝观音造像中较为少见。观

音胸饰璎珞，下身着裙，身披帔帛，垂于两侧，线条较显

僵硬。跣足立于素面或莲花台座上，下有四方或盒状镂空

趺座。另外，自魏晋至隋，金铜佛像上随刻发愿文与纪年

已成惯例。但入唐以后，铭文则锐减几近不见，图5是入唐

后罕见的具纪年和发愿文的铜像之一。

几尊铜像的光背由前期的全身光背演变为桃形头光。

目测躯尊、光背、趺座等采用的仍是一体合铸形式，但故

宫博物院另藏有一件隋开皇三年（583）铜鎏金金常聪造

杨柳枝观音像（图6），该像“躯尊与趺座合铸为一体，光

头缺失”[9]，可见其时已出现了光背分铸的情况。类似情

况可见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隋代铜鎏金观音立像

（图7）。同样，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铜鎏金观音

像像身与莲座处即明显采用分铸后焊接的形式（图8）。

由上观之，隋至初唐期间的杨柳枝观音像在继承魏

晋南北朝铜像基本形制的同时，却又发生了较大变化。其

中，最突出的变化即是光背由全体身光简化为头光，像身

从背光中独立出来，形体甚至四肢都开始得到体现。尽管

还稍显僵硬和粗壮，但确实能明显感受到像身由直立开始

有了曲线。同时，璎珞和帔帛的装饰也进一步改变了原先

左右对称的呆滞模式，促进了观音由“中性”“无性”向

“女性”的转化。另外，这一时期的观音开始有了个性化

的面孔，或庄严肃穆，或慈眉善目，此时的工匠已注意铜

像的表情刻画。在制作工艺方面，尽管诸多铜像仍沿用之

前一体合铸形式，但也出现了头光分铸的情况，应为合铸

不再能满足造像精细度要求，且焊接或插接工艺已出现的

缘故。

2.3　鼎盛：盛唐（约650—820年）

盛唐伊始，中国社会进入高度繁盛且极富艺术气氛

的时代，佛教艺术也随之进入全新阶段。杨柳枝观音铜像

即在此时到达了全盛期。该时期的杨柳枝观音铜像不仅存

世数量较之以往时代更为庞大，铜像自身也普遍充满了奕

奕神采和浪漫气息，是佛像艺术与其时中国信众的情感和

审美需求的进一步融合。经典造像可见分别有佛利尔美术

馆、故宫博物院、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

收藏的四件唐代铜鎏金观音铜像（图9～图12）。

不难发现，较之过渡期及之前的造像，盛唐时期的杨

柳枝观音铜像突出特点为飘逸与富丽，彰显物华天宝的大

唐气象。由头光看之，此阶段的光背多采用镂空形式，且

纹饰多繁复精细，使得铜像一改之前笨拙凝重之感，而更

显轻盈和空灵。体态与帔帛的变化同样如此：观音的身躯

腰肢细瘦，胸部微隆，肢体扭动呈S形，曲线优美，富有质

感和弹性；肩臂与手等处的刻画也细致入微，可感受到肌

肤的柔软丰腴；身饰项圈、璎珞等物，尤其是帔帛与柳枝

飘扬飞舞，更增婀娜妩媚的女性气质。为了进一步加强这

种飘逸修长的感觉，像身与莲座的连接处也被刻意拔高，

因此存世作品中常见从细处断裂的情况（图12）。莲座下

连唐代常见的尖拱形四足座。

需特别说明的是，尽管目前学界普遍将“头顶宝冠有

化佛”作为观音的辨别标志，事实上，只有净土往生型观

图6　铜鎏金金常聪造杨柳枝观音像
故宫博物院藏　高18.5厘米

图7　隋代铜鎏金杨柳枝观音像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高30.5厘米

图8　隋代铜鎏金杨柳枝观音像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高43.8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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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才有此独特标记[10]，中国早期观音造像并不具备此“化

佛”标识。图10中的观音像头顶化佛，也说明唐代佛教宗

派更加多元和民间化。

盛唐时期的杨柳枝观音铜像另一特征为多采用各部分

分铸形式，如图9～图11均可明显见莲座与四方底座间焊

接痕迹。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铜像底部特征可判断出像身

原应与遗失底座插合连接（图13）。头光背与像身更是普

遍采用了分铸后插接的形式，图12的光背现即已与像身分

离。哈佛艺术博物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铜像

残件背面也留有插合部件（图14、图15），前者底座还可

见用于插接的孔洞。这也较充分说明了现存唐代佛教造像

多见光背或底座缺失的情况，此类案例不胜枚举。

2.4　晚唐的没落与一批“简约派”杨柳枝观音铜像

由于缺乏明确纪年铜像的佐证，现无法确定杨柳枝

观音铜像经历了盛唐的繁盛后，在大唐末期会有怎样的演

变。但不容置否的是，这一时期王朝的没落加之唐武宗灭

佛的劫难，连同杨柳枝观音在内的家庭礼佛用小型铜制佛

像至宋代已几乎绝迹。杨柳枝观音铜像在晚唐乱世的厄运

已难以还原，但无非是巅峰处戛然而止，或由精至粗逐渐

衰退两种。如果是后者，笔者确实在大量铜像中发现有一

类具大唐印象却风格迥异的“另类”杨柳枝观音铜像。黑

龙江博物馆即将其收藏的一件铜鎏金杨柳枝观音像断代为

晚唐（图16）[11]，首都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图17、图

18）等海内外机构也收藏有多件此类铜像。

金申先生在一文中提及此类铜像的铸造时间为公元

700年左右[12]，但未给

予解释。西雅图艺术

博物馆藏有一件同类

铜像（图19），上有

“上元二年王氏女敬

造”（675）铭文。与

早期铜像铭文相较即

知，家庭供养祭拜用

佛像多用于祈佑现世

或来世，因而铭文中

造像目的和发愿人姓

名为核心信息，纪年

次之。而此例刻写年

号却并无造像愿目，

显然不符逻辑。且此类铜像中可见“某妻”“妻某”却未

有“某氏”的先例，由此可大致判断该像为真品伪造仿古

铭文。

该类铜像一改隋唐巧密工整面貌，取其神而忘其形，

细部一律不作交代，颇具简约和抽象风范。头光有细长顶

部，疑为盛唐时期一类背光顶部有化佛图式（图11）的简

化。由于精细度不高，光背、像身等部位多又回到了一体

合铸的形式。另外，此类铜像镀金情况较为常见，似可排

除民间简化制作的可能。因此，笔者更倾向于推断“简约

派”铜像为晚唐衰落期作品。

历史深处，杨柳枝观音铜像曾惊鸿一现。由于社会风

图13　铜鎏金杨柳枝观音像
故宫博物院藏　残高13.6厘米

图9　铜鎏金杨柳枝观音像
佛利尔美术馆藏　高24.9厘米

图10　铜鎏金杨柳枝观音像
故宫博物院藏　高19.3厘米

图11　铜鎏金杨柳枝观音像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高33厘米

图12　铜鎏金杨柳枝观音像
湖南省博物馆藏　高20.5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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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稽 古 】 The Archaic to Now

尚和铜像自身功能转变，造像复杂度提高造成刻字空间减

小等原因，隋唐后铜像铭文数量锐减，鲜见纪年。加之屡

见后世伪造铭文的现象（图19），杨柳枝观音铜像的断代

仍存在很大困难。但整体而言，从北朝至唐，此类造像大

体上经历了身光逐渐褪去，女性和蓬勃的生命迹象逐渐凸

显，愈加世俗化和个性化，同时也更加注重精细铸造和写

实刻画的风格流变。继续理清脉络仍有待更多比对资料的

发现和更成熟的鉴定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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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唐代铜鎏金观音像
黑龙江省博物馆藏　高9.8厘米

图17　唐代铜鎏金观音像
首都博物馆藏

图18　唐代铜鎏金观音像
湖南省博物馆藏　高6.5厘米

图19　上元二年（纪年存疑）铜鎏金杨柳枝观音像
西雅图艺术博物馆藏　高8.7厘米

图15　唐代铜鎏金观音立像正面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残高18.7厘米

图14　唐代铜鎏金观音立像正面
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残高38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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